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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口七十年: 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

於 嘉 谢 宇

【内容摘要】近 20 年来，第二次人口转变是用于解释全球范围内家庭领域发生新变化的最主要的

理论框架。文章通过分析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第二次人口

转变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包括初婚年龄、同居率、离婚率以及生育方面的指标。研究结果

表明，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发展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轨迹，不同方面的家庭行为的变化程度差异较

大。结婚与同居这些更为个体化的家庭行为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变化，男性与女性不断推迟进入初婚

的时间，同居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养育子女方面，婚外生育与已婚不育仍然非常少见。离婚率虽然

有所上升，但整体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文章提出，对我国家庭领域变化的理解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独

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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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典的人口转变指的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到今天，

世界上绝大多数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正在经历或完成了这一转变。然而，在 20 世纪中期，

率先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尤其是北欧和西欧社会的人口与家庭领域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

离婚率上升、结婚年龄推迟、同居率上升、婚外生育率上升等等。1987 年，Dirk van de Kaa 根据这些

新的变化，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这一概念，用以解释生育

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

行为的变化。
然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是否可以像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一样，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规律且能

够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些学者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仅仅是第一次人口

转变的延续，是一种“次生转变( Secondary Transition) ”( Cliquet，1991) ，而所观察到的新的人口现

象与家庭行为，仅仅是人们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此外，相当一

部分人口学者也质疑新出现的这些家庭变化趋势，如高同居率、高离婚率是否是低生育率与人口负

增长的真正原因( Coleman，2002) 。针对这些质疑，支持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学者从成因与实证

分析出发，一一进行了解答。一方面，学者们阐释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不同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部

分，且提出两种人口转变可能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发生( Lesthaeghe and Neidert，2006) ; 另一方面，学

者们也使用实证资料揭示了这一理论框架对低生育水平的解释力( Kertzer et al．，2009) 。
但是，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目前仍存在一定争议，即第二次人口转变究竟是西欧社会独有的现

象，还是在北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亚洲同样会出现的现象( Zaidi and Morgan，2017) 。第二次人口

转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领域，而家庭行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 Ｒaymo et al．，
2015) ，因此，不同文化的社会是否会产生类似的家庭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定论。近些年，学者们利

用不同国家的调查数据与普查数据对此进行检验，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西方与拉美社会，关于

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整体检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研究更是没有。我国与

西方国家和拉美国家在经济结构、社会变迁与文化观念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考察第二次人

口转变是否在我国出现以及不同指标的变化状况将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普适性提供重要

的依据。虽然已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我国家庭与人口领域发生的新变化 ( 郭志刚，2008 ; 於嘉、谢

宇，2017 ) ，但是综合讨论这些新趋势的研究相对缺乏。此外，第二次人口转变是解释西方国家

低生育率现象的重要理论框架，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发展趋势的研究，也将有助于理解我国

近些年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普查数据和全国性调查数据，检验第二次人口

转变在我国的发生情况与未来趋势，并考察我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

特征。

2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成因与表现

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探讨离不开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比较。从成因上来看，第一次人口转变的

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经济与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死亡率下降，尤其是婴儿的存活率有显

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正式教育系统的建立使得养育子女的成本逐渐上升，基于理性的考虑，夫妻会

选择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以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对于这一人口的变化趋势，人口学家们一致认

为是每个社会都必经的过程，且将符合同样的发展路径( Coale，1989) 。最终，人们的生育率会下降到

更替水平左右，而社会的总人口也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研究者发现，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在到达更替水平之后停止，反而

进一步下降到 1．5 左右的水平。除了家庭的小型化之外，人们也不断推迟生育的时间，甚至出现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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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动选择不生育的夫妻( Lesthaeghe，2010) 。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一方面缘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

的提高与自主性增强; 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中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这些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的

社会驱动力，也正是可以将第二次人口转变区别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第二次人口

转变并不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延续，而是不同的人口变化过程，尤其是涉及家庭的变化。本文将从女

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家庭观念的改变、性解放和个体主义这几个方面来具体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社

会背景与微观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场上男性大量的伤亡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于是众多西方国家开始鼓励

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带来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此外，教育的发展和性别平

权运动使得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机会，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接近甚至超过了男性，在校时间

也更长。这些变化使得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女性不想再早早进入婚姻，而是更期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即便是已婚的女性，考虑到母亲身份与工作的冲突，也往往并不会立刻生育子女。这些变化带来了女

性的初婚、初育时间的推迟( Goldin，2006) 。
人们家庭观念的变化也导致了家庭从以子女为中心到以夫妻为中心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家

庭的重心在于培养子女，并使子女获得向上流动，以增加整个家庭的福利( Ariès，1980) 。第一次人口

转变中生育率的下降正是家庭基于理性考虑，为了使每个子女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带来的，例如，当前

东亚社会中普遍的低生育率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家庭为了集中资源帮助子女获得向上社会流

动。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夫妻不再以子女为中心，养育子女也并非家庭的全部功能，夫妻关系成为家

庭的中心( Van de Kaa，2004) 。考虑到照顾子女的成本与负担，一些夫妻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有时会选择不生育子女，而避孕技术的发展则使这一想法得以实现。
价值观与需求层次的变化则带来了个体主义的兴起，人们更强调自我表达与个人自由。正如

Inglehart 在《静悄悄的革命》( 1977 ) 一书中所提到的，当社会变得富裕之后，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

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年轻一代对权威和传统的社会规则提出了挑战，性解放运动使得性行

为不再局限在婚姻以内，婚前性行为得到了认可，婚姻这一传统家庭制度的地位与功能也受到了挑

战( Cherlin，2004) 。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组成形式的多样化，婚前同居与婚外生育也逐

渐变得普遍。
综上可以看出，第二次人口转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社会驱动力并不相同，造成第二次人口转变

的原因主要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

的重视导致了家庭领域内巨大的变化。从结果来看，第一次人口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但是并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在第一次人口转变发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婚姻仍然是非常

重要的家庭制度，也同时是生育子女不可或缺的前提，而第二次人口转变则对婚姻制度造成了很大的

冲击，传统家庭的功能也进一步被瓦解。
接下来，本文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呈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表现。在婚姻领域，第二次人口转

变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初婚年龄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同居率的上升以及离婚率的上升。近年来的研

究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初婚年龄都在不断推迟( Ortega，2014) ，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初婚年龄已经

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Ｒaymo et al．，2015) ，非洲一些国家的初婚年龄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有显著的上升

( Shapiro and Gebreselassie，2014) 。终身不婚现象在北欧社会较为普遍，在美国与东亚社会，婚姻仍然

被给予很高的重视，大部分年轻人仍然具有进入婚姻的意愿 ( Manning et al．，2007; Ｒaymo et al．，
2015) 。此外，婚姻不再是长期稳定的家庭形式，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国

的离婚率都有所上升，尽管水平各不相同，例如，美国有约半数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而日本、韩国等

东亚社会的离婚率还相对较低( Ｒaymo et al．，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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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率的上升则更为显著，在法国、芬兰等国家，超过 3 /4 的居民有着婚前同居的经历，西欧与北

美国家中，同居率也接近一半，即便在更为保守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近年来也同样观察到同居率

的迅速上升( Heuveline and Timberlake，2004) 。造成同居率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婚姻制度受到的冲

击; 另一方面与结婚成本的增加有着很大的关系，年轻世代在没有为婚姻积累足够的物质基础前，往

往选择同居作为一种过渡的家庭形式( Manning and Pamela，1995) 。
在生育方面，Lesthaeghe( 2010) 提出，在那些物质需求已经极大程度得到满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

层面的精神需求的社会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人口总量并不会达到一个平

衡。从目前世界各国（地区）的生育水平来看，大部分西方国家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东欧和南欧的总

和生育率则低于 1．5，只有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或以上( Sobotka，2008) 。由

于部分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仍然在经历第一次人口转变，因而其生育率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东

亚地区的生育率则处于全世界最低水平，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

于 1．3。
第二次人口转变给家庭带来的影响还包括将婚姻与生育切割开来，婚姻不再是生育的前提，这也

导致很多社会中婚外生育的增加( Ellwood and Jencks，2004) 。例如，美国在过去 50 年间，婚外生育率

不断提升，2016 年 15～44 岁的未婚女性中有 4．2%生育过子女。在北欧国家中，当前有超过一半的生

育是在婚外发生的。当然，婚外生育行为在很多社会中仍然较为罕见，比如南欧地区和东亚地区，绝

大部分生育行为仍然发生在婚姻关系内。

3 我国家庭的特点: 传统与现代并存

在西方文献中，第二次人口转变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话题，大量研究都在揭示第二次人口转变

在不同社会的表现，以及其中重要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我国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

理论层面( 刘爽等，2012; 石人炳，2012) 。一些研究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某一些指标，如初婚年龄、
同居率、离婚率等进行了单独的检验，但缺乏对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发展状况的全面考察。此外，

我国有着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第二次人口转变这个始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能否被应用于解释

我国家庭领域发生的变化，或者我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路径也需要进行

探究。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有很多显著的特点。第一，人们具有早婚与普遍婚的

习俗，父母会在子女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安排婚事，而婚姻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绝大部分人都需要进入

婚姻。第二，婚前性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违反，家族甚至有权利对家庭成员进行惩罚，婚外性行

为也会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甚至会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 Sommer，2000) ，因此，婚前与婚外生育的

现象极其少见。第三，养育子女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多子多福”这一生育观念被奉行了超过千年，

而我国的生育率在历史上也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第四，在传统的家庭系统中，婚姻是长期且稳定

的，离婚的情况极为少见，且只有丈夫可以对妻子提出离婚，离婚的女性受到强烈的社会歧视。第五，

我国传统的家庭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且没有自主权，正如“三从四德”中“三

从”强调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样，女性的行为往往是被动的，听命于父亲、丈夫与

儿子。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家庭观念与行为受到了很大的

冲击，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弱化，“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也受到了挑战( 杨善华，2009、2011) 。
在婚姻领域，1950 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就禁止了父母包办婚姻，鼓励自由恋爱，且女性也被赋予了离

婚的权利。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动的性别解放运动大大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

位，女性被鼓励参与到劳动市场中，且逐步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机会，在年轻的世代中，女性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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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男性( Zhang and Xie，2016)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个体主义在我国也慢慢出

现，家庭的权威地位逐渐被瓦解( 金一虹，2010; Yan，2010) 。近些年来，婚前性行为也逐渐被接受( 朱

安新、风笑天，2016) 。
但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对于已婚夫妻，生育子女仍然是不可

或缺的，尤其在较为保守的农村地区，不能生育子女的夫妻会被他人歧视( Zhang，2006) ，即便是在城

市地区，夫妻们也有着强烈的生育意愿，即至少要生 1 个孩子( 张晓青等，2016) ; 另一方面，家庭仍然

是养育子女的最重要的制度，且父母对于子女有着很高的期望，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相关研究数据显

示，超过 80%的中国父母期望子女获得大学及以上的学历，且我国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收入的

比例也非常高( 徐宏伟、柳皑然，2013) 。此外，我国夫妻的幸福观往往是“向下一代看”，其幸福感也

更多受到子女的影响( 严静，2013; 徐华春等，2018) 。
不难看出，在我国当前的家庭领域中，传统与现代是并存的，而人们不同类型的家庭行为，可能既

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出现变化，也会有着对传统的延续。因此本文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

可能呈现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轨迹。由于我国家庭的权威地位被削弱，家庭对子女的约束力下降，

因而在推迟婚龄、选择同居等更“个体”层面的家庭行为上，将会出现更为明显的变化。我国传统家庭

在当今社会仍然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功能就是对子女的养育，因此，本文认为涉及养育子女的家庭行为

在我国目前仍然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而这些行为主要是指婚外生育与婚内不育。离婚由于既涉及

夫妻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也涉及抚养婚内子女，其变化可能处于前述两者之间。

4 数据与测量

4．1 数据

为了描述我国居民家庭行为在代际间的变化趋势，本文主要使用了人口普查与 1%人口抽样调查

( 即“小普查”) 数据。相比于社会抽样调查数据，普查与“小普查”数据的样本量更大，描述性统计结

果也更具代表性。具体来说，本研究使用了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四次人口普查长表信息的微观

数据，以及 2005 和 2015 年两次 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然而，受问卷长度限制，普查数据对于

一些具体信息涵盖不够全面，因此，本文也使用了 2010、2012 及 2014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作

为补充。
4．2 变量与测量

本文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相关家庭行为构建不同的指标分别进行考察。在婚姻方面，本研

究主要采用受访者进入初婚的年龄来构建测量指标，以此计算不同出生队列的初婚年龄中位数等。
在同居行为的考察上，本研究采用两种测量方式，一种是当前正处于同居状态，另一种是曾经有过

婚前同居的行为。前者采用普查数据，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进行近似估计: 对于满足户内只有二

人、二人性别不同、无亲属关系且年龄差距在 15 岁以内的家庭户，本研究认为户内二人处于正在同

居的状态( Bachrach，1987; Clayton and Voss，1977) 。由于缺乏对于同居的准确测量，这种近似估计

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一方面可能误将一些非同居的家庭户纳入为同居家庭; 另一方面，短暂同居关

系中的一方可能并未被认为是长期家庭成员，进而没有接受调查。虽然存在测量缺陷，但本文认为

利用这一近似估计得到的趋势依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问卷中直接询问了受

访者婚前同居经历，因而本研究能够据此直接确定受访者是否婚前同居过。对于离婚的测量也分

为两种，一是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对婚姻起始时间的询问来计算受访者婚姻存续的时间，二是

利用普查数据获取当前是否正处在离婚状态的信息。生育行为的测量包括生育子女数量和是否婚

外生育。前者使用普查数据关于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的信息，将生育男孩与生育女孩数量相加，得出

受访者总共的生育数量。但是由于历次普查中，仅仅针对已婚女性询问了生育状况，无法了解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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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情况，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来考察未婚生育行为，即是否未曾进入初婚且

生育过子女。

5 数据分析结果

5．1 婚姻

图 1 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与女性进入初婚风险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可以看出，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初婚年龄的推迟。对于 1949 年及以前、1950～1959 年和 1960～1969 年

出生的男性，仅有不到 15%在 30 岁以前没有进入初婚，而在 40 岁以前没有进入初婚的比例则仅为

5%左右。1970～1979 年出生的男性中，进入初婚的年龄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推迟，这一趋势在 1980 ～
1989 年出生的男性中更加明显，约有 1 /4 的男性在 30 岁时没有进入初婚。类似的，女性初婚年龄也

随着代际逐渐推迟。在 1949 年及以前、1950～1959 年、1960～1969 年和 1970～1979 年出生的女性中，

初婚年龄推迟幅度并不很大，且在 30 岁时，仅有不到 5%的女性没有进入初婚，终身不婚率非常低，在

40 和 50 岁时几乎全部进入了婚姻。但是在 1980 ～ 1989 年出生的女性中，30 岁时未进入初婚的比例

则达到 10%以上，初婚年龄有着明显的推迟。

图 1 不同出生队列男性与女性进入初婚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Figure 1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of Transitions to First Marriage for Men and Women by Cohort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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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以及拟合的 Lowess 曲线。总的来

看，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中位数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呈现增加的趋势，1949 年及以前出生的女性的

初婚年龄中位数在 20～21 岁之间，男性则在 23～24 岁之间。而在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和男性中，

初婚年龄中位数则分别上升到了 23～24 岁和 25～26 岁之间。

此外，图 2 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受婚姻与生育政策的影响。在 1950 年代早期出

生的男性与女性，其进入初婚的高峰年龄期恰逢我国 1970 年代推行“晚、稀、少”政策。这一政策

提倡晚婚，鼓励男性和女性分别在 25 岁和 23 岁以后结婚。由于当时结婚需要单位批准，很多单位

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只批准达到晚婚标准的群体结婚，因此便造成初婚年龄的大幅推迟。在 1980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重新调整了法定结婚年龄，从 1950 年《婚姻法》中规定

的男性不得早于 20 周岁、女性不得早于 18 周岁调整为男性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性不得早于 20

周岁，并规定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结婚。这样一来，1950 年代后期与 1960 年代早期出生的

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便有所回落。但是在 196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群体中，初婚年龄则又持

续推迟。

图 2 不同出生队列男性与女性初婚年龄的中位数

Figure 2 Median Marriage Age by Gender and Birth Year

资料来源: 同图 1。

5．2 同居

图 3 显示了 1982、1990、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20～29 岁的男性和女性中正处于同居状态的

比例。由于在人口普查中并没有直接询问有关同居的问题，所以本文采用的是近似估计的方法，可能

存在一定的低估，但是从图 3 中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982 年和 1990 年，同居极其罕见，

男性与女性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不到 0．01%; 在 2000 年和 2005 年，同居的比例明显增加; 在 2010 年

和 2015 年，20～29 岁的男性和女性中有约 1%正处于同居状态，而这一年龄段未婚的男性和女性中，

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则分别约为 1．5%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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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男性与女性在 20～ 29 岁之间正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的变化趋势

Figure 3 Currently Cohabiting Ｒate between 20 and 29 Years Old by Gender and Year of Observation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和

2015 年“小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4 显示的是男性与女性曾经同居过的比例随出生年份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同居在年老的

出生队列中是一个极为罕见的行为，但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在“80 后”当中，

超过 1 /4 的男性和女性都有过初婚前同居的经历，且这一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比

如西班牙、意大利等( Pereiro et al．，2014) 。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同居已经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并实践。

图 4 男性与女性曾经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随出生年份的变化趋势

Figure 4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Ｒate by Gender and Birth Year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0、2012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5．3 离婚

图 5 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和女性离婚风险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在 1949 年及以前、1950～1959 年和 1960～ 1969 年出生的队列中，婚姻的稳定程度非常高，终身

离婚率不超过 3%。在 1979～1979 年出生的队列中，离婚率有着明显的上升，且婚姻解体的时间也更

早。在 1980～1989 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中，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10 年内就有 5%左右的婚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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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虽然我国的离婚率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而持续上升，但从离婚风险的角度来看，相比于美国等西

方国家中有接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国婚姻的稳定程度仍然较高。

图 5 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与女性离婚风险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Figure 5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of Divorce for Men and Women by Cohort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6 显示的是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数据中正处于离婚状态的人口比例拟合出的离婚

比例预测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再婚的存在，人口中正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比图 5 中显示的离

婚比例要略低。根据对以往数据的观察，本研究假设离婚率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呈倒 U 型，且在各

年龄段中，50 ～ 55 岁人群的离婚比例最高。根据这一假设拟合出的预测结果显示，在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群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最高不会超过 5% ; 在 1990 ～ 1995 年出生的人群中，这一比

例则不会超过 6%。从预测结果来看，在假设我国家庭观念与社会文化不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

本文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离异家庭不会成为我国主流的家庭形式。当然，由于缺乏关于婚姻史的

大样本微观数据，这一预测无法考虑个体层面的相关因素，因而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但根据可观测

数据，2015 年“小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历婚姻的人口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为 2．2%，而 2015
年美国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为 14．8%，远高于我国。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离婚率当前还维持在

较低的水平。



12 人口研究 43 卷

图 6 不同出生队列人口分年龄离婚比例的预测结果

Figure 6 Predicted Proportion of Divorced People by Birth Cohort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和

2015 年“小普查”数据预测得到。

5．4 生育

图 7 中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生育行为的变化趋势。首先，平均生育子女数量随着出生

年份的推进有着大幅下降，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即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由于

“70 后”与“80 后”并未完成生育周期，因而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并不能代表准确的生育率水平。

图 7 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生育行为

Figure 7 Cohort Changes in Fertility Behavior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 和 2015 年“小普

查”数据以及 2010、2012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虽然生育率持续下降，但是生育对于家庭的意义仍然非常重要，已婚女性终身未育的比例非常

低。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49 年及以前、1950～1959 年和 1960～1969 年出生的已婚女性，在其 40 ～ 50
岁时仍未有过生育行为的比例仅在 1%左右，“丁克家庭”在我国仍然非常少见，极少数夫妻会选择这

一生活方式。
此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的数据显示，我国女性婚外生育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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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未婚生育的比例都不超过 1%。这一现象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根据规定，父母需要为未婚生育的子女缴纳社会抚养费，且在子女上户口、入学等阶段都可能面临一

定困难; 另一方面，我国居民仍然认为婚姻关系是生育与抚养子女的必要条件。正因为绝大多数夫妻

都会选择生育子女，且婚姻关系被认为是抚养子女的必备条件，所以子女的存在对于婚姻起到了一定

的保护作用，从而使得我国的离婚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6 总结与讨论

第二次人口转变作为解释人口与家庭领域发生新变化的最主要理论框架，在过去 20 年吸引了大

量学者开展实证研究，然而对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发生状况进行全面考察的研究则几乎没有。本

文基于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指标在我国

近些年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且根据我国家庭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

变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并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 1 全面总结了本文针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相关指标的考察结果。首先，男性与女性进入婚

姻的时间有着明显的推迟。从初婚年龄来看，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从 1949 年及以前出生队列的

20．8 岁增加到 1980～1989 年出生队列的 24．7 岁，而男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则从 1949 年及以前出生

队列的 23．6 岁推迟到 1970～1979 年出生队列的 24．3 岁，而在最年轻的 1980～1989 年出生队列中，在

2010 年人口普查之际还有超过 50%的男性没有进入初婚。在 1970～1979 年出生的女性中有接近 6%
在 30 岁之前没有进入初婚，男性这一比例则更高，约为 15%。由此可见，早婚与普遍婚这一我国家庭

的传统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 1 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指标随代际的变化趋势

Table 1 Cohort Changes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dicators

女 性

出生队列 1949 年及以前 1950～1959 年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初婚年龄中位数( 岁) 20．8 22．6 22．0 22．7 24．7
30 岁以前结婚比例( %) 95．5 96．8 97．0 94．1 —
40 岁以前结婚比例( %) 98．9 99．4 99．2 — —
初婚前同居比例( %) 1．1 1．9 4．9 13．9 25．7
结婚 10 年内离婚比例( %) 0．6 0．6 1．1 1．6 1．5
40～50 岁已婚未育比例( %) 0．9 0．6 1．2 — —
平均生育子女数量( 个) 2．7 2．1 1．8 1．7 1．5
未婚生育子女比例( %) 0．2 0．3 0．4 0．4 0．3

男 性

出生队列 1949 年及以前 1950～1959 年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初婚年龄中位数( 岁) 23．6 24．6 23．4 24．3 —
30 岁以前结婚比例( %) 86．0 88．5 90．3 84．9 —
40 岁以前结婚比例( %) 95．2 95．8 96．0 — —
初婚前同居比例( %) 1．7 2．6 6．0 16．8 24．9
结婚 10 年内离婚比例( %) 0．9 1．2 1．7 2．5 1．8

资料来源:“初婚年龄中位数”“30 岁以前结婚比例”以及“40 岁以前结婚比例”为本文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计算得到;“初婚前同居比例”“结婚 10 年内离婚比例”以及“未婚生育子女比例”为本文根据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数据计算得到;“40～50 岁已婚未育比例”为本文根据 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1949 年及以前

和 1950～1959 年出生队列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为本文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1960 ～ 1969 年、1970 ～

1979 年和 1980～1989 年出生队列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为本文根据 2015 年“小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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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婚前同居在我国变得越来越普遍，在 1949 年及以前的出生队列中，婚前同居的比例不到

2%，而在 1980 ～ 1989 年出生的男性与女性中，约有 1 /4 有过婚前同居的经历。随着初婚时间的进一

步推迟，未来我国的同居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再次，离婚率在我国有着小幅度的上升，但总的来说，我国居民的婚姻稳定程度仍然较高。根据

本文预测，1990～1995 年的出生队列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 6%。相比于一些发达国

家，我国的离婚率明显更低。
最后，我国居民的生育行为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虽然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已经位于更替水平之

下，但不生育家庭的比例却极低。对于 1949 年及以前、1950 ～ 1959 年和 1960 ～ 1969 年出生的女性，

40～50 岁时已婚未育的比例都不超过 1．5%。婚外生育在我国目前也仍然非常少见，在所有出生队列

的女性中，生育过子女但始终未婚的情况不超过 0．5%。由此可见，婚姻在我国仍然是养育子女的必

要条件。此外，在当前我国，生育仍然是婚姻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极少数的夫妻会选择不生育子女。
一旦生育子女，考虑到婚姻对养育子女的重要性，夫妻也往往会保持婚姻的稳定，这也是本文认为我

国离婚率并不会达到很高水平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正在发生着第二次人口转变，我国的家庭领域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现代

化与个体主义的影响，结婚与同居这些更加个体化的家庭行为在我国发生的变化更加剧烈，男性与女

性都不断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且不婚率也略有上升，而伴随晚婚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同居作为进入婚姻的过渡。受我国传统文化与家庭观念的影响，养育子女这一家庭的传统功能在当

今社会依然非常重要，这导致我国涉及养育子女的家庭行为几乎没有变化，婚外生育与婚内不育仍然

很少见。我国的离婚率在近年来有所增加，但考虑到婚后生育行为的普遍性以及当前我国婚姻对于

养育子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绝大多数已经生育的夫妻仍然会维持婚姻的稳定性，因而本文预测我国

离婚率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维持较低的水平。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除人口政策与经济发

展的影响外，第二次人口转变也是导致我国当前低生育率的重要机制。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

一段时间内选择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这造成了人们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由于

受到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婚外生育仍未被社会与家庭认可，因此我国的高同居率并没有带来大量的

婚外生育，而婚姻仍然是人们生育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晚婚造成了女性生育时间的延

迟，随之带来的二胎与高胎次生育的减少则使得我国生育率结构性、长期性地低于更替水平。此外，

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传统婚配模式造成了部分群体不婚率的增加，这进一步降低

了社会整体生育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发展有着独有的特征。受传统家庭功

能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养育子女依然是我国家庭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已婚女性中依然存在着普遍的生

育行为，无孩家庭并未成为主流的家庭类型。在这一“孩子至上”的家庭模式中，父母对子女未来成就

有着很高的期望，并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便包括维系家庭的完整性。因此，我国离

婚率并未被观察到大幅度的增加，相比于西方社会，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本文认为，对人口

行为变化的理解应置于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也有着与西方社

会不同的发展模式。
除了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整体发展趋势，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生是否在不同群体之间

有所差别也值得未来更多的关注，包括不同户口、地区和教育程度的群体家庭行为的变化是否有差

异。第二次人口转变对我国其他领域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索，例如进入婚姻时间的推迟如何

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大量同居家庭是否将改变人们的居住安排与购房需求等，我们期待未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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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研究对这些重要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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